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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参与: 一种国际体育组织向下履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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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系统探讨运动员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利益攸关方地位,以及

其在组织决策过程中的边缘化现状。从非政府组织问责的视角,分析运动员与国际体育组织之间的利

益共轭关系。指出,无论是运动员委员会还是在线数字平台,由于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运动员

参与组织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为此,应建立更加规范和包容的参与机制,确保国际体育

组织充分向下履责。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问责;参与;运动员;向下履责;代表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96 (2024)06-0082-07

  收稿日期:2024-06-06
作者简介:许明思 (1982—),男,安徽芜湖人,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全球体育治理与奥林匹克。

文本信息:许明思.运动员参与:一种国际体育组织向下履责机制[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24,38 (6):82-88.

  国际体育组织的治理缺陷导致其面临一系列

的合法性危机,并正在给运动员以及其他参与者

营造出一种不确定、不安全和不公平的职业环

境。面对更为严厉的外部监督和更高的社会期

望,国际体育组织需要采取措施以恢复公众信任

和进一步降低道德风险,其中一个有效途径就是

“引入有效的、透明的、符合民主程序及利益攸

关方参与的治理过程和结构”[1]。皮特·唐纳利

指出,体育民主化是解决当前国际体育组织治理

危机的必需措施,让运动员更多地参与组织治理

可能会带来变革,并产生一些令人惊讶的甚至是

意想不到的结果[2]。国内学者亦持相似观点,他

们提出 “运动员可以通过决策参与、治事参与、
监督参与等路径提升在全球反兴奋剂治理中的地

位”[3],“在奥运会技术决策体系中应提高运动员

的参与意识,以实现运动员和技术专家之间的协

商对话”[4],等等。然而,长期以来存在一种刻

板印象,即运动员为了保持竞技状态缺乏参与组

织治理的时间、精力和能力。这一偏见不仅体现

在学术讨论中,也时常出现在媒体对运动员的报

道中,诸如 “孩子气”“不善言辞”“头脑简单”

“服从权威”等标签频现。运动员在国际体育组

织治理中的代表缺失,使得他们常感难以或无从

就自身关切的问题发表意见。由于权力的不对

称,运动员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国际体育组织

中谁能代表运动员发声以及如何代表? 本文从非

政府组织问责 (accountability)① 的角度出发,
深入剖析运动员与国际体育组织之间的利益共轭

关系,探讨后者如何有效地向前者履责。

1 非政府组织问责的概念及相关理论

鲁斯·格兰特和罗伯特·基欧汉将问责定义

为:某些行为体 (问责主体)有权要求其他行为

体 (问责对象)遵守一套行为标准,并根据该标

准来判断问责对象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责任,若责

任未得到履行,问责主体有权对其进行惩罚[5]。
换言之,问责具有促进履责的功能,“通过回应

问责主体,使问责对象达到规定的标准,从而履

行其义务、职责与期望”。问责本身不是目的,
运动员的问责诉求并不是要对履责不力的体育组

织进行处罚或制裁,而是督促其在组织决策中尊

重运动员的相关权益。可以说,问责与履责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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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相辅相成。当前,运动员问责是全球体育

民主化的一个基本议题,并反映出国际体育组织

治理过程中的一对矛盾。国际体育组织制定的大

多数规章、规则和政策是针对运动员的,但国际

体育组织在作出上述决策时几乎不征求运动员的

意见。因此,需要通过运动员问责来促使其履

责。当然,考虑到权力失衡问题,本文主要从非

政府组织向下履责这一研究进路展开论述。

1.1 非政府组织履责:对象、标准与机制

既有文献对非政府组织履责的讨论主要围绕

三个方面展开[6-9]:首先,非政府组织被期望对

多个利益攸关方履责,其中向上履责是指对有能

力影响组织实现其使命的利益攸关者 (如资助者

和监管者)的履责行为;横向履责指非政府组织

之间通过互动以提升整个行业问责标准的责任,
这一过程主要通过自我规制倡议来实施;向下履

责指非政府组织对其所代表或服务的民众及社区

(如受益人)的履责行为。就国际体育组织而言,
向下履责意味着在组织决策治理过程中严格遵守

本组织章程和规范性原则,并及时回应运动员的

问责诉求。除上述三类外部利益攸关方外,非政

府组织也对价值观和组织愿景做出回应,并在内

部对组织的使命、雇员或董事会履责,这一过程

被称为内部履责。不同行为体的问责诉求是多重

的,不能一概而论。问责作为一个关系型概念,
会因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和组织类型而异,即 “多
重问责失序”[10]。一般而言,利益攸关方之间的

不对称关系可能导致组织优先考虑向上履责。
其次,非政府组织的履责内容有哪些? 学者

们从不同的维度、问题、类型及制约因素对此进

行了研究。鉴于非政府组织面临多重利益攸关方

不同的问责诉求,其对不同行为体的履责内容也

不相同,如法律、财务状况、组织治理、绩效和

使命等。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内容及其标准不是

相互排斥的。最后,如果非政府组织被期望以不

同标准对多个利益攸关方履责,那么实现机制是

什么呢? 阿尔诺·易卜拉欣总结了五种非政府组

织的问责机制,分别为:声明披露和报告、评估

与绩效 评 价、自 我 规 制、参 与 以 及 适 应 性 学

习[11]。其中,参与是一种基于过程而非工具性

的问责机制。

1.2 受益人参与:一种向下履责机制

对非政府组织来说,受益人无疑是一个重要

的利益攸关方群体,他们是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

的接受者,理应有权参与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组

织决策过程。通过向下履责机制,非政府组织可

以确定潜在受益人的诉求并评估如何履责[12-13]。
然而,目前关于非政府组织对受益人履责机制的

实证研究相对匮乏,多数研究未能从受益人自身

的角度考虑,更未探讨通过磋商和参与机制来影

响组织决策,而这恰恰是非政府组织向下履责的

关键。理论上,受益人参与可以被视为社会赋权

的一种工具,最终目的是 “建立积极的公民组

织”。同时,它是非政府组织向下履责概念的组

成部分,强调通过参与来评估非政府组织的有效

性,包括受益人或其代表决定组织的优先事项和

从受益人的角度评价组织行为[14]。
在既有文献中,这一问责维度被视为战略性

或社会性的,旨在通过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和对

话,实现组织的长期目标[15],因为它促进了组

织战略与其他行为体愿景的融合。向下履责的具

体做法包括:非政府组织与受益者的磋商与对

话、参与性审查、利益攸关方调查组、投诉与回

应机制、社会审计、参与性规划会议、需求分

析,以及受益者参与非政府组织的预算编制、方

案实施、监督等等。显然,参与是向下履责机制

的关键,其层次从低级的信息共享与磋商,到中

级的参与决策执行,再到高级的协商谈判并最终

影响组织决策[11]。尽管,学界和业界已经认识

到向下履责的重要性,但有效实施仍面临诸多挑

战。既有研究表明,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建立了一

些向下履责机制,但它们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及与

组织效果之间的联系仍然有限[16]。参与和向下

履责是非政府组织问责战略的一部分,目前尚缺

乏明确的衡量指标来评估其实施效果。

2 运动员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代表性

不足

  国际体育组织并非孤立运作,而是处于一个

由类型各异的利益攸关方群体构成的环境中,这

些群体包括官方赞助商、政府、国际组织、媒

体、同侪组织、俱乐部、运动员等等[17]。鉴于

多重利益攸关方对组织使命、行为、有效性具有

显著的影响力,非政府组织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

如何在这一复杂的权力结构中做出抉择。通常,
资源供给者的利益会被优先考虑,而较弱的利益

攸关方 (如受益人)在组织决策中往往代表性不

足。这一现象被学者称为 “利益攸关方代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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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过剩”[18]。运动员作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应

当 “为权利而斗争”[19]。

2.1 谁为奥林匹克运动内部的运动员发声

自1915年4月国际奥委会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将总部迁至瑞士洛

桑以来,该组织已经从传统的无正式工作人员、
委员由无薪酬自然人组成的俱乐部,转变为必须

考虑利益攸关方多样性的网络治理形式。新利益

攸关方的出现深刻改变了奥林匹克的治理体系。
正如让-卢普·查佩莱特所述,奥林匹克运动已

经从最初由5个核心利益攸关方组成的 “传统型

(classic)奥林匹克体系”,发展到20世纪下半

叶由11个相关方构成的 “规制型 (regulated)
奥林匹克体系”,再到21世纪初由24个相关方

组成的 “网络型 (total)奥林匹克体系”。这三

种奥林匹克体系均基于运动员在四年一度的奥运

赛事中的精彩表现,然而,历史上无论奥运选手

还是普通运动员,在奥林匹克体系中的直接代表

性均严重不足[20]。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国家级体育组织中。研

究表明,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134个国家单

项体育联合会 (NSFs)中,仅有52个在章程中

规定了设立运动员委员会[21]。安诺杰·海拉尔

特的研究结果也类似,他发现所研究的10个国

家中,仅有2个国家的运动员在国家体育联合会

的组织结构中享有 “充分”的参与机会[22]。这

些研究表明,运动员委员会在为运动员在奥林匹

克运动中发声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体育政策通

常是为 (或代表)运动员制定的,但却很少向运

动员征求意见,更缺乏与他们协作。这与许多可

替代性运动员代表组织的立场相呼应,这些组织

正寻求在奥林匹克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因

此,有学者指出,在缺乏代表性和民主治理的情

况下,国际体育组织需要进行实质性改革以保证

奥林匹克运动未来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奥林匹克运动内的运动员组

织也在积极主张权利。例如,2020年11月11
日,来自14个国家的运动员组织以及14个主

要国家的反兴奋剂组织共同发布媒体声明,呼

吁世 界 反 兴 奋 剂 机 构 (World
 

Anti-Doping
 

A-
gency,WADA)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包括加强

独立性、透明度和问责以及消除反兴奋剂体系

中的利益冲突。运动员是兴奋剂检测的主要承

受者,而国家反兴奋剂组织则执行了大部分检

测任务,但在 WADA的治理和审查中,运动

员却缺乏适当的代表。尽管 WADA声称其首

要任务是让运动员参与并赋权,但并未完全兑

现这一承诺[23]。上述运动员组织和国家反兴奋

剂组织的发声,不仅表明这些组织致力于提高

运动员在体育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还质疑

“运动员利益在现有组织结构中已得到充分考

虑”的观点。这些组织进一步明确了目标和行

动方向,即 “网络构建”或将全球运动员联系

在一起,以共同推动变革[24]。

2.2 可替代性运动员代表组织的出现

谁有权代表运动员发声? 在国际体育组织暴

发一系列丑闻后,这一问题变得尤为重要。例

如,俄罗斯兴奋剂丑闻引发了关于 WADA 和

IOC的运动员委员会谁更具有合法性的争论。
尽管职业运动员越来越多地组成工会,但国际体

育组织通常拒绝将工会作为运动员发挥影响力的

有效渠道。国际体育组织内设的运动员委员会缺

乏独立性,其成员多由最高领导人直接任命。新

成立的激进主义团体也加入了公众辩论,声称自

己代表体育界的真实声音。而近年来,可替代性

运动员代表组织 (alternative
 

athlete
 

representa-
tive

 

groups)的出现对奥林匹克运动施加了越来

越大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现有组织结

构不足的回应。2018年,一群来自不同国家和

地 区 的 高 水 平 运 动 员 创 立 了 “全 球 运 动 员

(Global
 

Athlete)”组织,旨在激励和引领世界

体育的积极变革,并致力于解决运动员与体育组

织管理人员之间的权力平衡问题。该组织的目标

是帮助运动员在世界体育运动中发出更有代表性

的声音,揭露和应对长期以来国际体育组织对运

动员声音的忽视和压制问题[20]。

3 国际体育组织向下履责机制

面对问责缺失的质疑,国际体育组织通过运

动员参与这一形式,实现有效的向下履责。在治

理过程中,公众参与是一个重要环节,它涵盖了

相关利益攸关方的直接参与或通过代表间接参与

政策、计划或项目的决策过程。尽管国际体育组

织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组织,但是公众参与

原则同样适用,这里的 “公众”特指组织的利益

攸关方。运动员作为国际体育组织重要的利益攸

关方[25],其参与政策制定或决策过程可以提高

这些政策或决策的质量[26]。下面以IOC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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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国际体育组织向下履责的两种途径:运动员

委员会和在线数字平台。

3.1 运动员委员会

1973年9月30日—10月4日,有11名运

动员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在瓦尔纳 (Varna)举

行的奥林匹克大会,但他们没有获得演讲或参与

讨论的权利[27]。而在该届大会上,少数IOC委

员谈到了在未来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以及决策过

程中接受运动员意见的重要性。时任加拿大奥委

会秘书长的理查德·庞德 (Richard
 

Pound)指

出,“对运动员给予更多尊重是塑造奥林匹克运

动未来形象的必要条件,因为 (奥林匹克运动)
是为运动员而存在的”。时任比利时奥委会主席

拉乌尔·摩勒特 (Raoul
 

Mollet)亦赞同庞德的

观点,并建议IOC建立一个具有咨询功能的

“运动员委员会”。随后该建议引起广泛关注。时

任IOC主席基拉宁在大会的总结发言中回应了

这一问题,他承认未来需加强与运动员的对话,
并提议IOC、IFs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

NOCs(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探索如何与运动

员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但未就成立运动员委员会

给予正面答复[27]。

1980年7月,萨马兰奇当选为主席,并在

几个月后的一次会议上阐述了运动员在奥林匹克

运动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未来的发展不仅仅依

赖于IOC、IFs和NOCs之间的协作,更需要考

虑运动员的作用。同时,他对三方委员会 (Tri-
partite

 

Commission)提议邀请运动员出席1981
年巴登-巴登奥林匹克代表大会表示欢迎。在三

方委员会的努力下,1981年IOC终于邀请了30
名运动员出席该次大会,其中有6名运动员进行

了发 言。同 年,IOC 正 式 成 立 运 动 员 委 员 会

(Athletes’Commissions)。巴登-巴登奥林匹克

代表大会上的运动员代表的发言具有重大意义。
萨马兰奇随后在发言中强调了实现更大范围协作

的重要性,并承诺国际奥委会有责任支持运动员

“建立一个制度性的代表机构”。在动荡的外部环

境下,此举是萨马兰奇重塑奥林匹克运动形象整

体改革方案中的关键一招。同时,设立制度性的

代表机构也提高了这些改革的可接受度和透明

度。萨马兰奇支持在组织内部成立运动员委员

会,这既源于他对运动员的信任,也基于国际奥

委会对运动员未来行为的控制力:即运动员在国

际奥委会中的代表由主席任命[28]。此外,被任

命的运动员代表也表现出一定的务实态度,其主

要目的是合作而不是对抗。
应该说,改革带来了积极变化,运动员在多

个领域的影响力显著提升[29]。博迪尔·达姆加

德等人提出的公民参与问责的阶梯理论为理解运

动员参与组织决策提供了另一视角[30]。该理论

根据公民参与的程度将问责分为5个层级 (从低

到高依次为教育、介入、建议、协作和共有权)
和3个类型 (无参与、象征性参与和实质性参

与)。那IOC的运动员委员会属于哪种参与类型

呢? 根据IOC运动员委员会章程,该委员会并

非独立的法律实体,无权代表IOC,更无法对

IOC进行法律约束。显然,运动员委员会在问

责中的参与更符合象征性参与的特征,即阶梯理

论的第二个层级 “介入”。在这一层级中,问责

措施包括为公民提供一个讨论相关问题的论坛,
以及主动监督组织的履责过程并提出一般性或具

体性的问题,而问责对象则有义务进行回应。国

际体育组织成立此类运动员组织,更多是一种展

示民主合法性的策略,而非真正以运动员为中心

的方法。约尔格·克里格也指出,国际田联在成

立运动员委员会时,必须考虑 “运动员的参与不

能影响其领导人的决策控制权”[31]。

3.2 在线数字平台

近年来,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公众参与、组织

间关系构建以及公共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在线

社交媒体可以定义为 “一套基于互联网的应用程

序,它们建立在 Web
 

2.0的思想和技术体系之

上,允许创建和交换用户生成的内容 (user
 

gen-
erated

 

content)”[32]。2021年3月,IOC制定

了 《奥林匹克2020+5议程》(Olympic
 

Agenda
 

2020+5,以下简称 《2020+5议程》),其中第

3条建议 “增加运动员的权利和责任”,明确指

出将通过新的IOC 数字平台 “运动员365”和

“OLY (用于奥运选手名字后的后缀)”加强与

奥运选手和运动员的联系,同时在既有资源基础

上,为运动员及其随行人员提供更多的电子学习

机会,以维护运动员权益。此外,该议程还强调

利用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以强化奥运选手群体

的认可感[33]。
在公共机构使用社交媒体的4种策略 (图

1)中,社交媒体应用因其能与广大用户群 (包
括用户、雇员、非政府组织及当地社区)互动,
更适合公共信息的传播与潜在利益攸关方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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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交媒体让用户有机会分享想法、观点、图

片、视频和其他内容,还能使组织和个人充分交

流,共同实现特定目标。同样, “运动员365”

作为一种在线数字互动平台,其通过提供建议、
服务和工具,在运动员需要的领域及其职业生涯

的各个阶段给予支持。

图1 公共机构使用社交媒体的策略

  社交媒体可能成为连接众多利益攸关方的有

效工具,能够在运动员和国际体育组织之间建立

对话,进而弥补垂直、横向或内部问责机制的不

足。运动员参与在国际体育组织向下履责的过程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其促进了公共利益表达

的多元化,有助于 “弱化工具理性的支配地位”。
组织通过向下履责影响运动员的看法,以减少社

会或监管机构施加的压力。此外,国际体育组织

通过社交媒体与运动员的互动,不仅能增强组织

的合法性,还能提升其在社会各阶层和外部利益

攸关方中的公信力和认知度。有学者对此提出疑

问:社交媒体究竟是国际体育组织用以合法化的

工具,还是公共问题的对话平台?

4 结束语

参与作为一种向下履责机制,能够赋权运动

员对国际体育组织实施有效的问责。问责与权力

的分配和行使密切相关,即影响力较强的行为体

能够对较弱者提出问责,但后者对前者的问责却

较为困难。因此,影响力较强的行为体往往制定

向下履责机制,以向受益人赋权[34],从而增强

自身在弱势群体中的合法性。基亚拉·利亚德勒

等人认为,利益攸关方参与组织决策是非政府组

织获得合法性的关键[35]。在 《2020+5议程》
中,国际奥委会明确提出了多项措施以增强运动

员的参与度和代表性,包括:①在国际奥委会行

政机构内增设 “运动员部”;②在国际奥委会内

部为奥运选手和精英运动员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③以 奥 林 匹 克 团 结 基 金 为 基 础,鼓 励 IFs、

NOCs以及洲际协会向运动员委员会提供充足的

资源,继续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向运动员委员会赋

权并提供支持,同时加强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

中的有效代表性,并确保运动员参与决策,以改

善运动员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代表结构。然而运

动员参与组织决策在很大程度只是象征性的。如

果缺乏某种途径来制衡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运动员的参与可能难以真正实现国际体育组织的

向下履责。如何避免 “参与的假象转化为问责的

假象”,便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需要

未来进一步探讨。

注释:
①问责是一个关系概念,在本文中特指国际体育组织和

运动员。毋庸置疑,作为弱势一方的运动员有权向国

际体育组织问责(accountability),反之,国际体育组织

就其行为或使命有义务对运动员履责(accountability)。

为了符合中文语言习惯,本文会根据语境将“accounta-
bility”译为“问责”或“履责”两种表述,即在一个问责关

系中,问责主体有权对问责对象实施问责,反之问责对

象应对问责主体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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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ownward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XU
 

Mings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Wuhu
 

241000,China)

Abstract: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stakeholder
 

status
 

of
 

athletes
 

in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margina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ac-
countabil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est
 

conjug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hletes
 

and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whether
 

it
 

is
 

the
 

athletes’
 

committee
 

or
 

the
 

online
 

digital
 

platform,
 

due
 

to
 

the
 

lack
 

of
 

effective
 

power
 

balance
 

mechanism,
 

athletes’
 

participation
 

in
 

organiza-
tional

 

decision-making
 

is
 

largely
 

symbolic.
 

To
 

this
 

end,
 

a
 

more
 

standardized
 

and
 

inclusive
 

participa-
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ensure
 

that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fully
 

perform
 

their
 

downward
 

responsibilities.
Key

 

words:NGO
 

accountability;
 

participation;
 

athlete;
 

downward
 

accountability;
 

representation

88


